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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和鸣:论儒家休闲思想的流变

梁 明

(山东交通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山东 济南250357)

摘 要:儒家休闲思想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的思想基础,梳理分析儒家休闲思想的流变,是准确把握中

国传统休闲文化特质以及传承发展儒家休闲思想的重要途径。儒家休闲思想的发展呈现出“礼”“乐”二元交

织,“性”“理”“心”“智”等本体性休闲概念不断演化的二元一体发展模式。孔孟开创了“礼”“乐”合一的休闲

思想传统;汉儒强调通过“礼”的节制作用来持守人性常态,却形成了“礼”“乐”之间的紧张对峙;宋明理学家

建立了圆熟的本体工夫论休闲思想体系,有效化解了“礼”的规范性与“乐”的自由性之间的矛盾;晚清民国儒

者推动了传统儒家休闲思想的现代转型发展,他们高扬人性价值,为“求乐”建立了合法性基础,并融合西学

建构出“礼”“乐”交融且可持续发展的休闲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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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儒家典籍中常用“乐”“闲”“游”“艺”等概念

表达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概念。“孔颜之乐”“曾点

之乐”等儒家所推崇的休闲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传

统休闲文化的发展。儒家教义所强调的“孝子不登

高,不临渊”,“父母在,不远游”等伦理观念不断塑造

着中国人独特的休闲性格。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

指出,中国式思维之所以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最

显著影响,是因为其建基于中国传统社会,而“儒家

是思想的根源”[1]107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之一。
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努力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社会背景下,对儒家休闲思想进行重新

审视,有利于促进传统休闲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与

完善,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文化理论内涵,对于

深刻认识现当代休闲文化、传承发展优秀传统休闲

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2004年6月,“2004———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的议题中包含

“儒家、道家、佛家的休闲思想”。此为“儒家休闲思

想”这一议题首次出现在国内学术视野中,引发了学

界的广泛讨论。目前学界已从不同角度对儒家休闲

思想进行了阐释和总结。刘慧梅、黄健全面总结了

儒家休闲伦理思想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当代价

值,提出“中国休闲伦理建构应从儒家德性伦理中获

得理念和价值资源的支持”[2]。潘立勇指出,儒家以

“乐”为心之本体,以“乐”为人心修为至境,“整个儒

家审美哲学与休闲哲学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

‘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3]。刘海春

认为,“儒家休闲哲学强调人在休闲中的道德内省与

悟觉”[4],对德性生命的追求是儒家休闲哲学的内在

基质。这些研究从社会学、哲学、美学等角度揭示了

儒家休闲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特征,拓展了儒家

休闲思想研究的理论维度。然而,当前研究主要关

注于儒家休闲思想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与当代价值,
而对其历史发展特征以及核心特质却鲜有涉及,因
此缺乏整体性观察的视野。儒家休闲思想是中国传

统休闲文化的思想基础,不能将儒家休闲思想视为

仅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来看待,而应该对其进行系统

梳理,全面总结其思想特质与发展规律。李泽厚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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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儒学四期说”[5]140,认为孔、孟、荀为第一时

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对前三期的

继承发展则为第四期。这种分期方法涵盖全面,脉
络清晰,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以此“四期

说”为理论框架对儒家休闲思想的流变展开论述。

一、“礼”“乐”合一:先秦时期儒家休闲思

想框架的形成

先秦儒者将“乐”提升至人的天性和道德原则的

高度,构建了“心”“性”“乐”相统一的思想框架,开创

了“礼”“乐”合一的休闲思想传统。他们提出的“游
于艺”“成于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等主张,开启

了儒者“向内寻求”的休闲思想路径,奠定了儒家休

闲思想的基础。
(一)孔子的“游艺成乐”思想

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朱熹解释“游于艺”:“游者,玩物适

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

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6]91孔子所说的“游于

艺”中的“艺”并不仅仅指艺术,而是泛指技艺技巧。
“游于艺”中的“游”指的是完全掌握了某种技艺技巧

后的一种随心所欲、自由潇洒的状态。并且朱熹认

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有“先后之序”“轻重

之伦”[6]91。“志道”“据德”“依仁”这三者是内向的、
未实现的,而“游于艺”是前三者的补充和完成。如

果说“游于艺”是一种理想的实践力量,那么前三者

就是为这种实践理想所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孔
子提出的“游于艺”是“主观目的与客观规律的协调、
符合、一致”[7]79,这是一种自由愉悦的状态。与“游
于艺”相同,“成于乐”相对于“兴于诗”“立于礼”也是

一种人格的完成。《乐记》中讲:“乐者,乐也。”“乐”
是在经历过礼法规训之后表现出的自由自在与愉悦

欣喜,“诗”与“礼”的启迪训练不过是为“乐”而做的

准备工作,“成于乐”是指自愿地、非强迫地、愉悦地

接受规训后的自然情感流露。在礼乐文化传统中,
“礼”象征着一系列的社会规制,意味着对种种社会

关系的排序以及对不同群体的区分;而“乐”象征着

人们共同的喜悦情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

通与自然联系。“乐”既属于个人,也属于群体;既是

个人内心无法抑制的天性流露,也是维持社会一体

化秩序的手段和工具。“成于乐”象征着一种理想人

格的成功塑造,这种人格塑造成功的标志就是“乐”。
“乐”是指个体对于礼制规训不是排斥反抗,而是表

现出一种自由愉悦,能够熟练掌握礼制社会所规定

的技艺法度,从而在礼制系统中游刃有余,并流露出

一种欣喜的情感。孔子也因此视“成于乐”为一种理

想人格的实现。这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

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

为自觉的生活理念”[8]15。
“游于艺”强调的是自由愉悦来源于个体对外在

客观规律的熟练掌握,而“成于乐”则强调的是自由

愉悦来源于心灵在客观规律训导下的欣然接受,“游
于艺”强调外在的实践力量,“成于乐”强调内在的心

理塑造,这二者可以说是人格的两面。它们如同孔

子描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样,都是在强调自由

愉悦的前提在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

此,孔子所讲的“乐”不仅是指自由愉悦,他还将“乐”
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与人格的最终实现。正如李泽

厚所说,“他(圣贤)之所以为‘贤’,是由于道德。他

(圣贤)之所以为‘圣’,则由于不但有道德,而且还超

道德,达到了与普遍客观规律相同一”[7]85。可以说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圣”的一种标志,
也是孔子休闲价值观念的本质特征。

(二)孟子的“大乐”观念与“心性”思想

体系

“乐”是孔子对生活最显著的态度[9]61,但他并

没有过多地探讨“乐”产生的原理。孟子将“乐”归之

于人的本然状态,将孔子的休闲价值观念推到了更

加广阔的层面,使“礼”与“乐”在本体意义上统一起

来,从而赋予了孔子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

一的休闲观以普遍意义。
首先,孟子开启了“心性本乐”的思想传统。孟

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
子·告子》)又云:“心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义也。
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

子》)孟子认为人的四端———仁、义、礼、智并非外在

的束缚力量,而是人生固有的本质属性,是人所同具

的内在追求。对于人心来讲,义理就像美食一般令

人愉悦。行为规范与自然欲求都是人的内在需求,
二者之间并无任何矛盾。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万
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
既然心性蕴含着天命义理,那么人们只要“尽其心,
知其性”,时时反躬自身,避免自己的天性被遮蔽,听
从本心的指引并忠实地按照义理去行事,这便是最

大的快乐。在孟子的阐释下,心性成了“乐”的根源。
他将“乐”建立于人的天性基础之上,将外在的规范

秩序同内在的自由愉悦在逻辑上统一起来,于是快

乐就和四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命”“性”“心”
“乐”就构成了完整而和谐的天人体系链条。天命义

理化育了人的心性,人又通过反躬自省,在复归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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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中达至天人合一的“乐”境。“礼”的规范性与

“乐”的愉悦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被巧妙化解,而
且构成了心性的两面。孟子沿袭了孔子为“礼”寻找

个体心理基础的思路,进而予以全新的发展,将内在

心性的作用推至极致,力图完全抛弃“礼”的外在性,
将孔子个体层面的“乐”论推到了更加广阔的层面。

再者,孟子开启了“以心治身”的思想传统。孟

子引古语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

公》)孟子认为“物之不齐”乃是物的自然天性,一个

人无法胜任所有工作。因此,他主张通过劳心与劳

力的社会分工,使人各尽其能,通功易事。只有如

此,人们才不会疲于奔命,幸福快乐的获得而后得到

物质保障。孟子坚信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并鲜明地

指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是食于人和食人的社会关

系,劳心与劳力的区别为“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
的区别。孟子认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

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

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

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孟子·告子》)耳目之官不能思考,容易被外物迷

惑,是为小体,而心官却是天所赋予的,与天命义理

息息相通,是为大体。可见孟子对于劳心者与劳力

者、大人与小人的区分是以是否能思以及是否能够

去除物欲遮蔽而“尽心知性”作为标准的。于是“心
为身主”的观念便得以树立,能够运心思达知天命者

便为贵为大,反之则为贱为小。孟子对劳心与劳力

的论述主要在于说明通功易事的道理,但也揭示出

“心”与“身”及其所代表社会阶层之间的主从关系,
令心与身之间染上了道德伦理的色彩,使“心为身

主”的观念融入社会实践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

时,孟子对于“大”与“小”的诠释,揭示了他所谓“乐
莫大焉”之“大乐”在于“求之于内”———心之官。躬

身自省、不为物蔽,是孟子的“大乐”观念的核心要

义,也是孟子“心性”思想体系的必然要求。
总体来讲,孔子在个体层面上倡导一种既合乎

法度又高度自觉的礼乐生活,它表现为在规范秩序

中的游刃有余以及对物质欲求的超越,最终获得内

在与外在的和谐。相对于孔子,孟子能从更加宏观

的角度看待快乐,他通过对仁、义、礼、智的内化,消
解了法度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构建出“礼乐皆

备”的天人体系框架,不仅阐明了“乐”的原理,而且

进一步指出了求“乐”的途径。同时,孟子通过对“大
乐”的阐释,揭示了“乐”的普遍意义,划分了“乐”的
层次,丰富了儒家休闲思想的文化内涵。

二、“礼”与“乐”的对峙:汉儒休闲价值观

念的礼法化

汉儒将对“乐”的阐释嵌入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

言说体系之中,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理论框架。董仲

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推到了中

国古代社会的中心位置,他的思想在当时十分具有

代表性。董仲舒主张节制欲望、顺应天道,倡导“与
物迁徙而不自失”的休闲之道,强化了礼义“体情防

乱”的工具作用。
(一)董仲舒的“僩静”思想

在董仲舒构建的天人体系中,自然被赋予道德

品格,并被视为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所应效仿的对

象。而礼义作为人类情感外化的产物,它既是自然

规律的映射,也是保障社会成功运行的有效手段。
董仲舒认为,人的喜、怒、哀、乐情感就如同春、夏、
秋、冬四时变化,应得以自然畅发,应喜则喜,应怒则

怒。情感是人生来自有的,情感变化是人性的自然

表现。然而在与外物的接触过程中,情感常常受到

诱惑而偏离人性“常态”,造成情感的混乱。董仲舒

认为,“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

欲,使之度礼”[10]654-655。与孟子不同,董仲舒坚信人

生来并非“万物皆备”,人往往缺乏克己自制的能力,
这就需要通过礼法的约束作用来克服外物的诱惑,
使情感安于“常态”,如此才能够做到“与万物迁徙而

不自失”。他将“礼义”视为以情感为基础并防止情

感发生混乱的手段,将“安闲”视为“不自失”的人性

常态。董仲舒曰:“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
身行正道,非夺其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节欲顺

行则伦得,以僩静为宅,以礼义为道,则文德。……
蜩蜕污秽之中,含得命舍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

者,圣人之心也。”[10]655所谓“僩静”,指的是“安闲自

适”的意思。节制欲望顺应天道,以安闲为住宅,以
礼义为道路,这样的德性就会美好。“宅”与“道”的
比喻暗指“僩静”与“礼义”之间为目的与方法的关

系。“安闲自适”是“正道守礼”的最终旨归,而“正道

守礼”则是实现“安闲自适”的具体方式。在董仲舒

看来,“僩静”是情感安于平静、精神持守不失的人性

本然状态,也即人性常态,其中具有克己自守的含

义,是合于天道伦理的表现。情感为外物吸引而脱

离常态就背离了人的本性,而“礼义”则是恢复人性

常态的方法手段,视正色、听正声、食正味、行正道是

使人回归本然状态的有效途径。董仲舒所强调的

“僩静”之“静”指的并不是静止,而是指“不为外物所

动”的意思。“僩静”这一概念表明,董仲舒理想中的

“安闲”是屏蔽外物诱惑之后的人性自然状态以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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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自然畅发,它体现了董仲舒所构建的天人体系

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要求。
(二)“礼”的外化与“乐”的有限性

孔子的“游艺成乐”以及孟子的“理义之悦心犹

刍豢之悦口”,都强调人的爱恶情感与礼义的内在一

致性,而董仲舒强调的则是礼义“体情而防乱”的教

化功能。前者注重向内反求诸己的自觉精神,而后

者注重外部秩序规范的引导作用。最终作为孔学

“正宗传人”的董仲舒将儒家休闲思想推向了礼法

化。这里的“礼法化”指的是礼义的法度化,强调礼

义对行为主体的强制性约束。
董仲舒认为,“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

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
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

养生人大于利”[10]330。董仲舒不但更加明确地提出

了“体莫贵于心”,而且将“心”与“体”的关系比照于

“义”与“利”,推导出“义大于利”的结论,这无异于给

本就受到压迫的身体又戴上了一层枷锁。“心”与
“体”之间以及“义”与“利”之间并不是平等关系。在

董仲舒的学说里,“心不得义”是无法快乐的。也就

是说,作为“礼”的映射———“义”相较于“心”与“身”
更具有本体价值,“义”成为衡量“乐”的标准。不仅

身体备受压抑,就连心灵也一起被置于道德的监审

之下,只不过身体相较于心灵,落入了被压制的最底

层。在孔孟那里,快乐来自富有道德意味的精神超

越,而董仲舒的快乐却来自精神与肉体双双对于礼

义的屈服,虽然这两种快乐都与道德紧密相关,但是

前者是自然洒脱的,后者却表现出一种压迫与抑制。
孟子口中的“义”已经内化为人的天性,是天生具足

的,孟子的快乐不过是反躬自身、秉性直行,而董仲

舒对“心”与“义”之间的关系表达为“心不得义不能

乐”,董仲舒用的这个“得”字,表明“义”是外在于

“心”的,是需要“心”向外寻求的,而且以是否能“乐”
作为评判的标准。相较于孟子,董仲舒的“义”已经

教条化。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仅当一个人节制快乐

并且以这样做为快乐,他才是节制的。相反,如果他

以这样做为痛苦,他就是放纵的。……这是因为道

德德性与快乐和痛苦相关”[11]41。在亚里士多德那

里,快乐伴随着一种德性的实现活动,快乐是这种德

性的“测试仪”,而不是这种道德德性实现的结果。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一个人只有在他行仁义之

事的时候感到快乐,他才是仁义的,而不是以快乐为

目的而行仁义之事。前者的“仁义”是自由选择的结

果,其快乐包含着自由成分;后者的“仁义”是一种手

段,其快乐只不过是一种酬劳。很明显,董仲舒的快

乐观念属于后者。董仲舒云:“夫人有义者,虽贫能

自乐也。”[10]331他认为“义”对人的精神涵养比“利”
对于人的身体滋养重要得多。有“义”的人即使贫

困,他也能够自得其乐;而无“义”的人即使富裕也难

以自存。这种说法与孔子的“贫而乐,富而好礼”
(《论语·学而》)看似相同,实则有很大区别。郑玄

认为孔子的“贫而乐”更 多 指 的 是“不 以 贫 为 忧

苦”[12]64,朱熹认为孔子讲的“贫而乐”,是对子贡“许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12]65,是在倡导一种比

“自守”更高明的境界。实际上,孔子所谓的“贫”与
“乐”之间并无因果必然联系,他更多的是强调“乐以

忘忧”“乐而忘贫”,强调“乐”的自由境界。而董仲舒

却将“义”当作“乐”的前提条件,实际上是把孔子的

乐道精神礼法化了。
董仲舒与孔孟对于“乐”的不同态度,产生的根

源主要是由于在回答“礼”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这一

问题时产生了分歧。在孔孟看来,“礼”并非外在于

人的一套工具手段,其本身即为天命义理的一部分,
“礼”与作为本体的“天命义理”是相互统一的关系,
因此孔孟才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反身而诚”等求

乐途径。而董仲舒将“礼”视为“防乱”的手段,将作

为本体的“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感应对象,最终人

的天性与本体概念之间,以及修身工夫与本体概念

之间都产生了分裂。董仲舒提出“正道节欲”“僩静

守常”的休闲观,其目的在于顺应自然、返本归元,但
是最终却导致了“礼”的工具化与法度化转变,先秦

儒家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休闲价值观念也

因此被打破,“礼”与“乐”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对峙

关系。

三、本体与工夫的融通:宋明理学休闲思

想体系的完善与圆熟

宋明理学家在汉儒思想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本

体化的“天理”“良知”观念,主张通过敬静格物、秉心

直行来体认天理、致其良知,从而消除天人之间的种

种隔膜,达至万物一体、一气流通的乐境。宋明理学

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休闲思想体系,建构了一套有

关休闲的理论范式。
(一)“理本体”休闲思想

宋代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儒、释、道思想相互融

合。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吸收了

佛道思想,推动儒家学说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对儒

家休闲思想的完善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宋儒崇尚“洒落”的人生境界。《宋史》

记载,“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13]437。“洒
落”一词正是宋儒不拘格套、自然超逸之理想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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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也是宋儒理想的休闲状态。程朱理学提出“性
即理也”的命题,认为“性”是“天理”的映射,这为孟

子提出的人性“四端”———“仁、义、礼、智”找到了形

而上的依据,将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观念上升到本

体的高度,将董仲舒的“礼义”升华为宇宙间的普遍

规律。程子云:“礼者,非体之礼,是自然底(的)道理

也。”[13]198“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

里来”[13]418。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人的心灵变成了

宇宙的心灵,人的身体如花草树木一般,皆为天理映

照、气之集聚所成。建立在理本体基础上的快乐,是
一种“浑然与万物同体”“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
超道德快乐,这正是“洒落”人格的表现。而对“洒
落”人格的崇尚与追求其背后是天理流行、万物一体

的价值观念。正如程子所云:“放这身来,都在万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13]418

另一方面,宋儒提出“定止”“主敬”的身心修养

工夫。程朱理学以周敦颐、张载的宇宙发生论为基

础,改汉代《乐记》中“灭天理而穷人欲”一语,而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把“天理”当作宇宙万物的

本体,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谓:“盖
天只 教 我 饥 则 食,渴 则 饮,何 曾 教 我 穷 口 腹 之

欲?”[14]2473他认为私吝贪欲有违自然之道,任何追求

私欲的行为,都是对天理、道心的遮蔽。朱熹主张只

有通过“格物致知”“玩物适情”等学习方法体认“天
理”,才能减除人心中的私欲,消融天人之间的“渣
滓”,从而达至“万物同流”的乐境。因此,宋儒对于

“洒落”的追求是以严格的自我修炼为基础的。宋儒

看来,人既不可受外物诱惑,又不可着意抗拒诱惑而

为外物所累,然若心中没有主宰,必定会多有思虑,
不能安宁。宋儒坚信修习圣人之道重在以“一”为
要,只有守持神魂,无思无欲才能接近圣人的境界,
因此,宋儒主张“定止”。朱熹谓:“定则明,凡人胸次

烦扰,则愈见昏昧;中有定止,则自然光明。”[14]1851这
里的“定止”意为:心有主宰,当止则止,当行则行,不
为外物所牵绊。除了心有主、知进退,“定止”还表现

为专注于己所应做之事的意思。程子曰:“要作得心

主定,惟是止于事。……人不止于事,只是揽他事,
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则是役物。为物所役,
则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则,须是止于事。”[13]205万事

万物有自身规律,应忘记私心杂念,防止贪功冒进,
使事物发展各行其道,安分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才能够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可见,“定止”
的目的在于戒除纷扰,使心有主定,专注于所当行之

事,这也是“一为要”原则的必然要求。
然而,如何做到心有定止呢? 宋儒进一步提出

了“主敬”。程子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
则他事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所谓敬者,主一

之谓敬。”[13]215“主敬”务在使心智专一,以此戒除思

虑纷扰以及他事的混入,使得天理随处充满,身心得

以涵养。“主敬”具有“敬畏”的含义。朱熹云:“然敬

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
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
恁地放纵,便是敬。”[14]208宋儒倡导的“主敬”不仅要

求专心致志,还须有审慎谨严的“敬畏”态度,谨防私

心杂念对道心的侵扰,以此保持神魂清明。除了对

内克己自守,“敬畏”还表现为对“外物”的尊重。程

子谓:“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

主心不定,视心如寇贼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

心累 事。当 知 天 下 无 一 物 是 合 少 得 者,不 可 恶

也。”[13]204宋儒在克己自守的同时,深感将心视为寇

贼加以严控,无异于自缚其心。因而,宋儒主张对待

万事万物须存有敬畏之心,他们肯定每一事物存在

的合理性,坚信若因外物的纠牵而产生厌恶,或因对

心的严格监审而产生厌倦,必然会使心为外物所累,
因而倡导按照每一事物所应当对待的原则和方法处

理和对待每一事物,他们主张知识玩味与身心涵养,
相信日久则可以做到“实心完熟”,“四体不待羁束而

自然恭谨”,达至“胸次悠然”“万物同流”的“洒落”境
界。总之,“洒落”人格的养成须以“敬畏”的存养工

夫持神应物、涵养身心,才能够最终实现;而“敬畏”
工夫的实施须以天理流行无所滞碍的“洒落”人格养

成为目标,才能够自然完熟。“洒落”与“敬畏”之间

看似对立,实则是相互推动、相辅相成的关系。
宋儒通过对“天理”的本体化建构以及对“道心”

与“人心”的深入阐释,缓和了汉代以来“天”“人”之
间的对立关系,构建出共相与殊相相统一的思想体

系,并提出了以体认天理、突破个体局限、天人融通

无碍为目标的理想休闲策略。“人一生都在殊相的

有限范围内生活,一旦从这个范围中解放出来,他就

会感到自由和解放的快乐,从有限中解放出来体验

到无限,从时间中解放出来体验到永恒”[15]59。这就

是宋儒所标举的由道德敬畏、事理研磨而达到人生

洒落的境界。宋儒将汉代以来“礼”的教化功能改造

为对“理”的探求与自我修炼,并将这种探求与修炼

视为实现人格理想的工夫,而这些工夫本身也必然

会成为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儒继承了先秦

儒家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休闲思想路径,
创造出以复归生命本然状态为目标的休闲工夫及其

理论体系,使代表着秩序建构的“礼”与代表着自由

生命体验的“乐”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打破,使“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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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洒落”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建立起某种

内在关联,为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找到了理

论依据,并明确指出了理论践行的方法路径。
(二)“心本体”休闲思想

明朝时期,手工业与城市商业的日益繁荣促进

了市民社会的崛起,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逐步显现

出融合的趋势。在此历史背景下,大儒王阳明继承

程朱理学传统与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开创了明代的心

学体系,提出“心即理”的主张,认为“此心无私欲之

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16]3,“夫良知即是

道,良知 之 在 人 心,不 但 圣 贤,虽 常 人 亦 无 不 如

此”[16]78。阳明心学将宋代理学家们所讲求的外在

的“天理”替换为先天具足的“心”,将“理本体”解释

为“心本体”,进而将程朱理学中的“道心”与“人心”
合为一体,“心”就成了集主动行为意识与外在自然

规律于一身的本体概念。
阳明心学的休闲智慧在于,通过本体与工夫的

辩证论述,圆熟地化解了“敬畏”与“洒落”之间的张

力。王阳明云:“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

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

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

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惟夫不知

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16]212在王阳明

看来,“洒落”是心体澄明的状态,而“敬畏”则是达至

洒落之境的途径,“洒落”与“敬畏”是本体与工夫的

关系。对于本体与工夫的关系,王阳明说:“功夫不

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

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
是本体功夫。”[16]104王阳明认为,本体是工夫的内在

规定,工夫是本体的外在呈现,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

系。“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这就将

“敬畏”与“洒落”在本体工夫论上统一了起来。同

时,王阳明指出“‘乐’是心之本体”[17]293,快乐是心

的本真状态,无须外求,只是常人自己不知道,因此

寻求快乐只需致其良知,秉心直行。如此一来,“乐”
既是回归人生本然的途径,又是理想人生的价值所

在,它既是人生意义的起点,又是人生价值的终点。
休闲本体与休闲工夫、洒落与敬畏就形成了既对立

又统一的关系,二者成为实现快乐人生不可或缺的

重要元素。如果说程朱理学打破了“礼”与“乐”之间

的紧张关系,那么阳明心学则建立了最为圆熟的本

体工夫论,实现了“乐”与“礼”、休闲本体与休闲工夫

的完美融合。
此外,阳明心学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主体价值,

为现代休闲意识的萌芽奠定了基础。程朱理学“万

物同体”的天理观包含着一定的平等意识,而王阳明

将这种“天理”内化到“心”中,并强调无论圣愚,人人

都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心知、良知,致其良

知便可做到“知行合一”“物来顺应”,与“天地鬼神万

物”一气流通。事实上,他将程朱理学中的平等意识

向前推进了一步,肯定了人人都有成贤成圣的潜质,
在理论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差别,人的主体

性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尽管明代心学在解放人的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

作用,但是在对待“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上,王
阳明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传统,他提出“去人欲、
存天理”[17]66的观点,认为少一分私欲,便多一分天

理,依然将“天理”与“人欲”尖锐对立,这与宋代理学

家们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继王阳明之后王学左派

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

物理”等命题,无限扩展道学的解释范围,冲击封建

伦理观念,打破对封建权威的迷信。表面上看,这种

论调是对私心、私欲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从学

理上推导出来的,是将私心与公心、道心与人心结合

之后的产物,它的背后依然是“天理”的操控,而并非

真正地肯定人的自然情欲。晚明理学逐步走向虚无

主义,思想异常腐化,不再是文化精英们的精神

乐土。
总而言之,宋明理学家承继了孟子的“心性本

乐”观念,在汉儒“僩静守常”思想基础上建立了更加

成熟的休闲思想体系,使社会规范与个体自由之间

的关系更加密切。宋明理学家提出了“玩物适情”
“知行合一”等具体的修身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休闲

实践的方向和路径,为休闲行为设立了“标杆”,并在

官方的大力倡导下对后世的休闲生活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四、主体觉醒与价值重构:晚清民国时期

儒家休闲思想的转型与新变

晚清民国时期是儒家休闲思想转型发展的重要

历史时期。康有为对自然人性的宣扬,以及对人类

理智的鼓吹,有力地冲击了儒家传统休闲观念,他提

出的“去苦求乐”为儒家休闲思想确立了以主体为中

心的发展方向。梁漱溟将西学话语引入中国传统儒

学理论,他对“礼”“乐”等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

与转化,并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疏通与连接,
在推动儒家休闲思想的现代转型发展以及建构现代

新儒家休闲理论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康有为的“去苦求乐”思想

康有为继承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思想传

统,将“气”视为万物的本源。康有为指出,“凡物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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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18]3。
又云:“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18]55“善者,非天

理也,人事之宜也”[19]7。气在理先的哲学思想使康

有为自始便与宋明理学分道扬镳,他不认同孟子讲

的“人性本善”,而认为善恶只是人性的发展结果,并
非人性的本质,更非程朱所谓的“天理”。康有为对

人的“智”性进行本体化阐释,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为
传统的“理欲之辩”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夫有人

形而后有智,有智而后有理。理者,人之所立。……
故理者,人理也。若耳目百体,血气心知,天所先与。
婴儿无 知,已 有 欲 焉,无 与 人 事 也。故 欲 者,天
也,……盖天欲而人理也。”[19]20人的官能欲望是生

来自有的,而“理”却是由“智”于后天生发的。康有

为将“欲”称为“天欲”,将“理”称为“人理”。他将程

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颠倒过来,而且特别强调

“有智而后有理”,他所谓的“理”实际上是“理智”之
理。康有为认为“智”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快乐

的源泉。康有为称:“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宫室、
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

义理,皆智来也。”[19]16又说:“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
在智。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
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

仁、义、礼、信有所呈。”[19]16没有“智”,四端无由生

发,“智”实为人的本质属性。同时,康有为将“礼”囊
括于“智”之中,点明理智对人性道德的创生意义,在
理论上打破宋明理学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高扬人

的理智理性,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这也成了康有为

发动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
康有为进一步提出:“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

食味、别声、被色,质为之也。于其质宜者则爱之,其
质不宜者则恶之,儿之于乳已然也。”[19]6“故夫人道

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

道者依人以为道”[20]6。康有为认为人性本无善恶

之分,只有好恶之别。他将人性视为质料,认为人可

以品尝不同滋味、辨别不同声音、选择不同颜色,只
是由于质料的缘故,与其质料相适宜则爱之乐之,与
其质料不相适宜则恶之苦之。他下结论说,所谓人

道就是依人的天性而行,只是去苦求乐而已,而苦乐

问题只是“宜不宜”的问题。康有为将“苦乐”问题视

为是否“适宜”的问题,抛弃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框架,
强调人本身这一“天所先与”的质料的主观决定作

用,将苦乐的衡量标准由外部转移到内部。康有为

所谓的“乐”,既不是董仲舒的“得义之乐”,也不是程

朱的“体认天理”之乐,而是由人本身这块“试金石”
来决定的“人道之乐”。他甚至将“乐”的有无与多少

作为评判社会制度的准则:“立法创教,能令人有乐

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

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20]9康有为表现出

和董仲舒完全相反的态度,董仲舒倡导以礼节情,而
康有为倡导以情制“礼”,于是“乐”成为“立法创教”
的标准。

康有为认为“去苦求乐”是人道的根本问题。他

说:“依人之道,苦乐而已,去苦求乐而已。”[20]6又

云:“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 ……生人之乐趣、人情

之愿欲者何? 口之欲美食也,居之欲美宫室也,身之

欲美衣服也,目之欲美色也。”[20]51追求欲望的满足

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生的乐趣。居美室、着美服、视
美色等感官享受是人道本然,享受美好生活是人的

大愿至乐。康有为指出,“故人之生也,只有爱恶而

已。喜者,爱之至也,乐者,又其极致也”[19]6。人生

来只有爱恶,没有善恶。由爱恶又生出喜怒哀乐等

情感,爱则乐之,苦则避之。所以,“去苦求乐”是人

的天性使然。小孩子见到火光就高兴,见到阴暗就

不高兴,天性本来如此而已。在康有为看来,人生的

追求只不过是去苦求乐而已。他从肯定人的天性欲

望出发,继而肯定了人的爱恶情感,最终证明了“去
苦求乐”的合法、合理性。康有为突破了人性论的传

统思想框架,不是空谈心性,而是将形而上的争论落

实到现实世界的建设改造问题上,将人类社会发展

的问题直接聚焦于“去苦求乐”,将“去苦求乐”视为

社会进化之道,正所谓“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

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20]318。“去苦求乐”思想

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改造社会、冲
决罗网的武器,在中国休闲思想历史发展中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
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乐”产生于人的天性质

料之中,正如“礼”产生于人的理智之中,而理智正是

人的天性所在。于是,“礼”与“乐”都成了理智的产

物,二者统一到“智”这一概念中来。因而与传统儒

家休闲思想不同,“去苦求乐”而不是“正道守礼”,成
了人生顺应自然“天命”的首要条件,“乐”成为引导

主体行为最为重要的规范要求。
(二)梁漱溟的“生机畅达”思想

梁漱溟将进化论中的某些积极要素纳入他的

“宇宙精神”中。他认为所谓“天理”其实质为一种宇

宙精神。但是宇宙精神并非像天理一般永恒不变,
而是不断进化发展。他根据植物、动物、人类三种不

同的生命形态特征,推导出高级生命形态特征为“自
由”和“灵活”。

梁漱溟提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21]114,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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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刻不在创建,无限追求自由与灵活。所有的生

物都是宇宙大生命的创造,但是所有生物中除了人

类都已陷入盘旋不进的状态,它们永远停留在生存

与繁衍两大问题上而无所进步。而人类却具有自觉

意识,能够摒除感情冲动,在本能之外渐生出理智。
人类所具有的创造性使自身成为宇宙精神的代表,
人类生活成为宇宙大生命的具体表现。因此,人类

生命和宇宙是合而为一的,而只有当人堕落时,他才

与宇宙分开。在此基础上梁漱溟提出“生机畅达”的
休闲观。梁漱溟说:“真正所谓乐者,是生机的活泼。
即生机的畅达,生命的波澜也。”[9]57所谓畅达,是指

畅通、通达,一片天机,毫无凝滞。所有对快乐的追

求都是在顺应自然、自我调和,使生命恰合于生命之

理,并顺应其轨迹不断向上发展,使人清明的本性得

以透露出来,使“命”与“理”一气贯通、相合为一,只
有如此才能够生机畅通,无事而不乐。换句话讲,苦
乐问题不在于境遇,而在于生机是否畅达。当喜不

喜,当哭不哭,心中自然有苦楚的味道,而当人条达

通畅、真情流露时,即使痛哭流涕也觉痛快淋漓,并
无苦感。梁漱溟对明儒提出的“乐者心之本体”深信

不疑。在梁漱溟看来,人生之乐就应是生命的无蔽

状态,对“乐”的寻找也只有内求于心。顺应自然就

是向上开拓,回归生命本然就是创新进取,人生之

“乐”是生命本真的自然流露,它不需要外物的刺激

拨动,人们要做的就是不懈地追随宇宙生命精神,令
本性清明澄澈,去除物欲遮蔽,时时保持生机畅达,
那么生命就时时是新的,时时是乐的。

如何做到生机畅达、本性清明呢? 梁漱溟倡导

“礼乐”生活。梁漱溟指出“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

理性”[22]43,“伦理者情理也”[9]186。他认为“礼”是中

国人对伦理情感的自然要求,体现着生命之理,它是

“理性”“情理”“伦理”的统一体。它并非只是一种外

在形式,也并非一种客观道理或者人为设定的种种

约束,而是“人类生活中每到情感振发流畅时那种种

活动的表现”[23]275。“礼”出于自然生命情感,它能

够从外部引导人的和乐心理。在梁漱溟的理论建构

中,“理性”“情理”“伦理”这三者具有一致性,它们以

相互交融的形式而存在。“情理”体现了人之本性,
“理性”体现了自然规律,“伦理”体现了社会道德。
情理既与生命之理相适应,又与社会伦理相和谐,
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通顺畅达、圆融无碍,三者的

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它们在“礼”中得到了统一。
如此一来,“礼”既成为调节生命轨迹与宇宙生命之

理相嵌合的工具,又成为规律认知、社会发展所依傍

的原则;既从内部解决了规律性与目的性之间矛盾,

又从外部解决了道德伦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内部实现了人与自我和解的同时,又从外部实现

了社会物质条件的可持续保障。与孔、孟、程、朱所

不同的是,梁漱溟将形而上的“天理”阐释为具有高

级生命形态特征并具有创新发展力量的宇宙精神,
他将人托举至宇宙精神的顶端,高扬人的主观能动

性,将“乐”视为生命不息的奋发状态以及人类清明

本性的自然流露,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融入

儒家理想人格之中,企图消除因传统儒学对“天命”
的妥协而产生的社会弊端,使“礼”与“乐”之间的矛

盾得到了彻底化解。梁漱溟的休闲观念适应了早期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对五四以来的生活理念产生

了重要影响。

五、结语

儒家休闲思想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呈现出鲜明的

二元一体结构特征。在儒家思想语境中,“礼”代表

着规范与秩序,它既是社会文明的基础,又是必要的

修身方法;而“乐”代表着自由与愉悦,它既是一种人

格理想,又是一种生命本然状态。“礼”需要以“乐”
为方向指引来实施,“乐”需要以“礼”的合法形式来

实现,同时它们又统一于“性”“理”“心”“智”等本体

性休闲概念之中,形成了以“礼”“乐”为两翼,以本体

概念为核心的二元一体结构,呈现出“礼”“乐”二元

交织,本体概念不断演化的发展模式。
儒家休闲思想的二元一体结构既不是片面强调

自由体验,又不是片面颂扬制欲自守,而是试图将二

者在哲学层面上进行联通,消除二者之间的内在矛

盾,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孔孟开创了“礼”“乐”
合一的休闲思想传统,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思想框架。
汉儒倡导“正道守礼”,希望通过“礼”的节制作用来

持守人性常态,但是却在对“礼”的严格遵循中割裂

了“礼”“乐”之间的内在关联。宋明理学家建立了圆

熟的休闲思想体系,人格理想与休闲工夫在天理观

映照下的道德实践之中得到完美统一,“礼”的规范

性与“乐”的自由性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晚清

儒者高扬人性价值,将“礼”视为“智”的外化,将“智”
视为快乐的先决条件,促进了传统休闲思想的现代

转型发展。现代新儒家将传统天理观与进化论进行

融通,抱持以“生机畅达”为基础并不断向上创进的

休闲策略,从理论上实现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

的贯通融合,从而保障了“礼”“乐”交融的可持续性

发展。总而言之,行为规范、道德人格、普遍规律三

者一气贯通所呈现的完美状态是儒家休闲思想的理

想境界,儒家休闲思想倡导以一种高度自觉的自守

精神摒除外物的纠扰和私欲的膨胀,恢复天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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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的自然关系,从而获得内无不和、外无不顺的自

由畅快感。儒家所倡导的“休闲”,既不是约翰·凯

利所讲的“成为的自由”[24]244,也不是爱丁顿与陈彼

得所认为的个人、社区以及国家所蕴含的“转变的力

量”[25]25,而是恢复人性本来面目以及恢复人与外界

事物本然关系的去蔽过程。儒家休闲思想的二元一

体结构保障了这种思路的发展延续与不断创新。
儒家休闲思想的目标在于恢复人的清明本性,

从内部唤醒人“和乐”的心理,而这种和乐心理须契

合儒家生命价值观念与人格理想才能够得以生成。
孔子的“游于艺”,董仲舒的“与物迁徙”,朱熹的“玩
物适情”,梁漱溟的“生机畅达”等都在强调通过对

“礼”的自觉遵循与践行来协调天人关系,同时也都

以“乐”所蕴含的生命价值观念与人格理想为标靶,
不断确证自身生命意义的生成。儒家思想中的休闲

不像感官欲求的满足那样“瞬息可达”,而是将生命

推展到时间进程中,参与意义的生成,通过身心并用

的实践方式,将生命与意义铸为一体,进而赋予生命

一种价值,此种休闲特质就来源于对生命价值自我

确证后的喜悦,以及不断追求此种生命意义生成的

实践过程。若没有礼义经验的指引,生命意义则无

从实现,而若没有和乐心理的生成,自我确证则无法

完成。儒家思想中的休闲始终是一个“礼”“乐”交
织、不断自觉实践并不断自我确证的过程,其中“礼”
“乐”二元结构互为支撑,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

儒者对本体概念的阐释策略能够根据社会现实

而不断更新变化,因而其休闲思想能够及时做出调

整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在思想结构保持稳定的情

况下与时俱进,从而适应社会发展。从先秦儒家主

张顺应天命到现代新儒家倡导践行生命精神,从孔

子提出的“游艺成乐”到梁漱溟倡导的“生机畅达”,
儒家休闲思想经历了主体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经
历了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到合目的性与

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前者注重对客观“规律”的
认知与适应,而后者注重对主观“目的”的践行与达

成,虽然二者都体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但是后者表现

出显著的主体性特征,展现了儒家休闲思想强大的

生命活力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
“礼”“乐”之间的相互排斥与相互交合,本体概

念的因时适变及其对“礼”“乐”观念的统一与发展,
都促进了一种思想张力的形成。在此张力影响下,
儒家休闲思想注重于内在生命活力的激发与和乐心

理的生成,不断寻求社会规范与身心自由之间的平

衡,表现出内外通达、和谐圆融的精神特质,具有极

强的包容性与稳定性。在物质生活与休闲娱乐日益

丰富的当代社会,儒家休闲思想对和谐休闲观的倡

导,以及对清明本性、生命活力的珍视与持守,对于

当代休闲生活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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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armonyofRitesandJoy
--OntheEvolutionofConfucianLeisureThought

LIANGMing
(DepartmentofArtandDesign,ShandongJiaotongUniverserty,Jinan250357,China)

Abstract:TheConfucianleisureideologyhasshapedtheuniqueleisurepersonalityofChinesepeople,andanalyzingtheinternal
tensionstructurechangesofConfucianleisureideologyisanimportantmeanstoaccuratelygraspthecharacteristicsofConfu-
cianleisureideologyandinheritanddevelopConfucianleisurewisdom.TheleisureadvocatedbyConfucianismisaprocessof
continuousconsciousmoralpracticeandselfverification,withthegoalofrestoringtheclearnatureofhumanbeings,andobtai-
ningasenseoffreedomandpleasurethatisharmoniousbothinternallyandexternally.Inthelong-termhistoricaldevelopment,

Confucianleisurethoughthasformedabinaryinterweavingof“ritual”and“happiness”,andaconstantlyevolvingdualistic
structureofontologicalconceptssuchas“nature”,“reason”,“heart”and“intelligence”.Theinterweavingof“ritual”and
“happiness”endowsConfucianleisurethoughtwiththecorecharacteristicsofopennessandintegration,whiletheadaptability
oftheontologyconcepttothetimesendowsitwithinclusivenessandstability.Undertheinfluenceofthedualisticstructure,

Confucianleisurethoughthasgonethroughaprocessfromconformingtofatetoactivelygraspingthespiritoflife,graduallya-
wakeningthesubjectconsciousness,anddemonstratingstrongvitalityandself-developmentability.
Keywords:leisurethought;Confucianism;idealpersonality;human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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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mpactofDigitalEconomyon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theYellowRiverBasinandtheYangtzeRiverBasin

WANGHaijie,SHIMiao
(BusinessSchool,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andgreensustainabilityisacrucialmeasureforachievinghigh-

qualityeconomicgrowthinChina’smodernizationjourney.Todelveintothegreeneffectsofthedigitaleconomy,withafocus
onitsimpacton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GTFP),astudywasconductedusingpaneldatafromChinesecitiesfrom2011
to2022.Thestudyfocusedon180citiesintheYellowRiverandYangtzeRiverbasins.TheSBM-GMLmodeland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wereemployedtomeasurethe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andthelevelofdigitaleconomicdevelopment
inbothbasins.Atwo-wayfixedeffectmodel,mediationmodel,andthresholdmodelwereutilizedtoempiricallyexaminethe
effectsofthedigitaleconomyonGTFPinthetwobasins,alongwithitspathwaysofinfluence.Thestudyfoundthatthedigital
economypromotesGTFPinboththeYellowRiverandYangtzeRiverbasins.Mechanismanalysisrevealedthatthedigitale-
conomy’sinfluenceintheYellowRiverbasinisthroughtheoptimizationandupgradingoftheindustrialstructure,whereas,in
theYangtzeRiverbasin,itisthroughtheenhancementofmarketizationlevels.Additionally,theintensityofenvironmental
regulationhasathresholdeffectonthedigitaleconomy’simpactonGTFPinbothbasins.Whentheintensityof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urpassesthefirstthresholdvalue,theempoweringeffectofthedigitaleconomyonGTFPstrengthens;however,

onceitexceedsthesecondthresholdvalue,theeffectdiminishes.Therefore,regionsshouldfocusonenhancingdigitaleconomy
governancesystemsandinstitutionalsupport,orderlyadvancing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esandmarketizationlevels,and
formulatingreasonableenvironmentalprotectionpoliciestoprovidesolidsupportforboostingGTFPandachievinghigh-quality
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digitaleconomy;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YellowRiverBasin;YangtzeRiverEconomic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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